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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 *

吴晓明

摘  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托付给我们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任务

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学术正面临一个积极的转向，即从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

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一转向又在思想理论上要求从“外在

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而深入社会 -历史的现实之中，特别是深入当今中国的

现实之中。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能坚决地承担起它的思想任务，才能真正成为能思

的和批判的学术。从性质上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学术，

并因而才实际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项时代任务是在当今中国的历

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 ( 新的“历史方位”) 上被提出来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来说，不仅是一项艰巨的学术理论任务，而且是一项由时代所指派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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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界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时代托付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

任务之所以重大，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改变，以至于只有当这样的改变能够在学

术理论上被课题化并得到积极的探索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时代。自黑格尔和马克思

以来，学术理论的本质性已经被决定性地引导到特定时代的现实状况中去了：就像黑格尔把哲学称为

“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样，马克思把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理解为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在这样

的意义上，一方面，正是伴随着时代的转折才产生出学术理论上的重大需要，而这种需要对于我们今

天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只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将深入特定的

社会现实作为自身的第一要务，从而为我们把握这个时代开辟出学术理论上的广阔道路和光明前景。

本文试图在这样的立脚点上，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做出性质上的分析与阐明。

一

如果说，学术的本质性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时代状况，学术上的改弦更张总是因应于历史性实践的

重大转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近代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态势是怎样的？当今的时代状况

正在发生何种尺度的转变？而相应于这样的转变，我们的学术又面临着怎样的时代课题与时代任务？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1&ZD0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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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而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成为

各民族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命运，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便以其自身的方式开启了它的现代化探索。

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进程（海德格尔称之为“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所具有的必然

性，诚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

于西方”。1 在这样一种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中，就像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现实层面中所发生的情形一

样，中国的学术在思想理论上也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步伐，并因而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

“学徒状态”之中。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

影响深远的和成果丰硕的。正是这样的学徒状态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也最深刻的对外学习进

程；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就像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中国

学术的现代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全部收获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中国学术从总体上进入到对

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意义深远的；对于这样的积极意义，无论怎样

评价都不会过高。

然而，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

的“自我主张”。从不可避免的学徒状态进展到摆脱依傍的自我主张，可以说是达到成熟的确切标

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种学术来说也是如此。纵观学术史和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

经过学徒状态的酝酿发育而后在特定阶段上取得其自我主张，乃是学术发展和思想理论发展的基本

规律。举例来说，中世纪的哲学就曾长期处在“哲理神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哲学作为“神学的婢

女”），而在这种学徒状态中得到滋生成长的理性观点，逐渐为近代哲学做好了思想准备，并在笛卡

尔“我思故我在”这一首要命题中宣告了它的自我主张。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从笛

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

真理的主要环节。（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到完全

另外的一边。）”2 同样，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也曾长期处在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因而它在

基本的理论方面总是模仿它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历史科学摆脱其学徒状态而获得自我主张

的转折，是通过“历史批判”来实现的。柯林武德把这一决定性转折称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革

命”，它意味着： “……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使他的思想必须符合权威的陈述，而

是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所谓的权威们

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3 正是经过所谓“历史批判”，历史科学才开始摆脱

它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从而成为“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亦即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

不同的民族之间也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例如，古希腊人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

当时更为高超也更占优势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彼时的希腊人很

长时间被看作是东方的“学徒”。按照尼采的描述，希腊人看来曾一度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

们的宗教几乎就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而他们的文化乃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包括闪

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 , 等等）。但希腊人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装饰性的文化或机械性

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着德尔菲神庙“认识你自己”这个箴言。“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混

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4

正是由于在文化整体上所达成的自我主张，希腊人——按黑格尔的话说——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

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佛教（或佛学）的中国化就是显著的一例。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59 页。

③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8 页。

④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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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刚刚从外部传入时，中国的教徒和学者们无疑是进入到了对于印度佛教（以及其他先行者）的

学徒状态之中；而当佛教的中国化能够真正开展出来之时，便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突出地取得

了自我主张。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主张，佛教的大规模“中国化”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梁

启超先生说，在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诸宗中，天台宗、华严宗，尤其是禅宗，可以说少有印度

的渊源，几乎全是中国人的创造；而唯识一宗，虽说有甚深的印度源头，但却得以在中国学者手中

造其极诣并大放异彩（例如玄奘）。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化的佛教乃是取得了文化上之自我主张的

佛教，并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当佛教在 13 世纪的印度几乎完全熄灭之际，中

国化的佛教正方兴未艾，并长久地成为其世界性传播的伟大中心之一。

由此可见，从“学徒状态”进展到“自我主张”而趋于成熟，不仅是学术、思想、理论等等发

展的基本规律，而且是一般所谓教育、教化、精神性文化发育的基本法则。在这样的过程中，自我

主张的获得无疑是达到成熟的真正标志，但这样的成熟绝不意味着要否定或取消学徒状态的意义。

恰恰相反，正是成熟了的自我主张才是对学徒状态最积极的肯定：它使学徒状态的潜在意义突出地

彰显出来，而始终滞留于学徒状态之中却只能使这样的意义泯灭殆尽。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

国学术是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并且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取得了巨大

的收获，那么，中国学术要达到真正的成熟，就势必要求它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能够摆脱其长期以来

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何种性质、何种意义上的学术呢？它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具有自

我主张的学术。很显然，这样一种性质的学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项任务，是一项有待积极建设从

而去完成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1

照此看来，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绝不是就学术的某种形式

或外表来说的，而是就其性质或立脚点来说的。我们的学术必须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

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因此也就“难

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仅仅理解为带有点中国色彩、

加入点中国元素或涉及点中国题材的学术，那就在性质上完全误解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只有

当我们的学术能够在大规模对外学习的基础之上赢得它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立足于自

身之上时，才谈得上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这样的意义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就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只有在学术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只有当历史

性实践在特定转折点上为之提供出现实的基地时，哲学社会科学才开始获得实现其巨大转向的广阔

空间和积极动力。“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

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2 如果说，我们在学术理论方面和历史性实践方面，都已推进到

了一定阶段，并为进一步的转折性发展做好了准备，那么，就像这种准备会在实践领域中继续为自

己开辟道路一样，它也会在学术理论领域中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明确地揭示出来，

并将之托付给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二

从学术理论方面来讲，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首先就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要能够从

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虽说学徒状态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来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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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绝对必要而且意义深远，但它也有自身的局限和固有的弱点——它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并因而在

思维方式上往往局限于所谓的“外在反思”之中。按黑格尔的说法，“外在反思”（区别于思辨的反

思），乃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事物自身的实体性内容；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

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听起来有点晦涩，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

教条主义（哲学上更多地称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教条主义就是不顾事物自身的实际内容，而

仅仅把作为抽象原则的教条施加到任何事物、任何内容之上。照此看来，外在反思的本质特征就突

出地表现为： （1）把作为抽象普遍性的原则或教条当作“绝对”； （2）将这样的原则或教条先验地强

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处于学徒状态中的学术之所以易于并且惯于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

是因为它从师傅那里现成地学来了原则或原理，然后就不假思索地将之当作永远正确的公式强加

到任何对象上去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证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被称为“教条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者”，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回来，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对马恩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

的经验佩服到五体投地，于是就有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革命纲领。由之而来的结果同样是我

们很熟悉的：中国革命因此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里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

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看来都不是，是教条主义错了。如果说，当时中国

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还完全处在学徒状态之中因而习惯于外在反思，那么，这里的问题恰恰就在

于：被教条主义者用抽象的原则排除掉并取消掉的东西，正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这一现实本

身所具有的实体性内容。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这样的，中国革命的

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他们才在武装革命的主题上从外在反思

中解放出来，才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他们才逐渐摆脱其

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了自我主张，并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历程。

如果以为这里所说的只是遥远的故事而与我们今天的学术并无关系，那么可以用贺拉斯的名言

来给出回应： “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对于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外在反思的思维方

式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甚至在有些场合比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不过彼时的教条主要来自苏联，而今天的抽象原则大多来自西方罢了。然而，无论这样的教条来

自何方，也无论这样的抽象普遍性看起来多么清楚明白而且理所当然，只要它们仅仅适合于外在反

思的运用，那么它们在性质上就既是主观主义的（就其无法通达“事物自身”而言），又是形式主义

的（就其无关乎“实体性内容”而言） 。我们知道，黑格尔思辨哲学最具特色之处就是对外在反思的

持续批判。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甚至多次对他特别崇仰的拿破仑提出批评

说：这位伟大的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

弄得一塌糊涂并且最终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1 很显然，在黑格尔看来，当时法国自由制度所代表的

新原则确实是“真的”，并且是“合乎理性的”，但拿破仑的失败意味着这一原则的外在使用恰恰撇

开了西班牙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所以《精神现象学》这样写道： “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

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2 在这样

的意义上，黑格尔很正确地把外在反思称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把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叫做

“门外汉”。

如果说学徒状态的基本缺陷乃是外在反思，而外在反思的实质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那

么，从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就首先要求批判地脱离外在反思，亦即批判地脱离学术上的主观主义

和形式主义。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具有自我主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开始成为可能。在这

样一种意义深远的学术“转向”过程中，学习的任务固然无可置疑地保持着，但思想的任务会变得

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学”与“思”要互相

①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91 页；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423 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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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拱卫，彼此不可相失。局限于外在反思中的学术往往不是失之于学，而是失之于思；失之于思

的学术便是“罔”，也就是犯糊涂、受蒙蔽。当年那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谓知识不丰学

问不大，但他们的缺点却突出地表现为“无头脑”。难道饱学之士居然会无头脑吗？确实如此——

将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就是“不思”，而且无需乎思。因此，如果说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乃是具备了自我主张的学术，那么，这样的学术就势必要成为能思的、批判的学术，一

句话，要成为有自己头脑的学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将不仅继续致力于

“学”，而且尤其致力于“思”，它的自我主张就在于“能思”。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

中就引用了毛泽东的名言： “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

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并且还通过“为学之道，必本于思”的警句，来揭示并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所必须承担起来的思想任务。1

局限于外在反思的学术突出地表现为形式主义的学术，而形式主义的学术乃是不思的学术，因

为它仅仅局限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中并将之无条件地派送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用恩格斯的话说，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 而深谙黑格尔哲学的赫尔岑在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这样写道： “华而不实作风和形式主义是浮在抽象普遍性之中的，因此

它们并不具有真实的知识，所具有的只是影子。”3 如果说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乃是能思的学术，那

么，这样的思想任务将从何处开始呢？它从超出抽象普遍性并因而能够深入具体的现实开始，换句

话说，它从超出外在反思并因而能够深入事物本身的实体性内容开始。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

最为清晰也最为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在黑格尔看来，外在反思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从不触动现实

因而完全无能把捉事物的实体性内容，而哲学的任务——作为思想的任务——就在于持续不断地摆

脱抽象，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深入现实，因而哲学乃是同知性反思（即外在反思）的“持久战”。这意

味着：除非我们能够真正超出外在反思，否则的话，深入现实的思想任务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在这

里，“现实”（Wirklichkeit）这个概念尤为重要：它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相反，它意

味着很高的理论要求。“现实”是指“实存”中的本质（一般所谓“事实”只是单纯的实存，亦即通

过知觉可以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指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因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现

实概念不属于“有论”，而属于“本质论”。如果说，“现实”不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不仅是展开过

程而且是必然性，那么，通达“现实”并且把握“现实”，难道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具有原则高度的

思想理论任务吗？

当黑格尔将“现实”的本质性最终归结为“绝对精神”时，马克思则将这种本质性导回到“人

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尽管马克思在本体论上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但他们两人在

反对抽象的普遍性，并以“现实”的名义要求决定性地超出外在反思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方面，

却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可以名之为辩证法，而现代辩证法首先就意味着超出抽象的普遍性，

超出外在反思，并通过这种超出而通达社会 -历史之现实。我们可以用一句耳熟能详的短语——“从

抽象到具体”——来表示这种方法的要义：真正的普遍性绝不停留于单纯的抽象之中，绝不分离隔绝

于事物的实体性内容，它只有通过社会 -历史之全面的具体化才能展示自身，从而在这种具体化的

立脚点上开启出进一步的思想理论任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说，黑格尔划时代的历史观

乃是新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批评那些手握抽象原理而

不能深入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说：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

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 70 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 ‘我只知道我自己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6 页。

③  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李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6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91 页；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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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立足于抽象观念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开展出决定性的批判以来，继续

拘执于外在反思的学术理论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因为在这种批判中本质重要地出现的，乃是进一

步的思想任务，即深入到社会 -历史的现实之中。虽说黑格尔最终将思辨的普遍性（完全不同于抽象

的普遍性）神秘化了，但他却史无前例地将社会 -历史之现实的观点深刻地置入哲学之中，置入真正

的哲学思考之中。如果说，这样一种划时代观点所形成的积极动力在费尔巴哈手中是令人惋惜地丢

失了，那么，正是马克思的本体论变革才批判地拯救了黑格尔的伟大遗产，从而将局限于抽象普遍

性及其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牢牢地归入过去的范围之中，从而为能思的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注入了

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历史

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来得优越。1 如果说，异化现象乃是

现代世界最常见的实存，那么，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就是要求去触动现代世界的现实并且

把握住这一现实。“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

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2

因此，从理论方面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就意味着在学术上实现这样一种决定性

的转变：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而这样一种学术姿态上的转变在实质上是要求：从

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深入社会 -历史的现实之中，尤其是深入当今中国的现

实之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继续其学习任务的同时，必须能够更加有力地承担起它所面临的

思想任务：切中现实并且把握现实。

三

学术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转变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和时代的转变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在特

定时代的历史性实践抵达其转折点时才决定性地发生的。因此，如果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

建意味着学术理论上的重大转变，那么，这种转变的现实基础和强大动力恰恰是由我们正在开展的

历史性实践本身提供出来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

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

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

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

在通常情况下，就像时代总在变化一样，学术也总在发生某种程度的变迁。但一般所谓变化或

变迁，是和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转变非常不同的，后者只有在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上才会真正发

生，并且通过这一转折来为自己取得意义上的规定。因此，必须去充分了解当今的时代，去深入把

握当今的历史性实践正在发生何种尺度的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意识到基础领域的改变将在何

种程度上要求学术上的改变，亦即意识到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将把怎样的思想理论任务托付给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关于当今时代正在发生的格局转变，有两个基本的描述：一是“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很明显，这两个大局是异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的；同样很明显，在这两者的紧密交织中，后者对于前者来说乃是最重要的“自变量”。如果说，百

年前世界历史的基本标志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那么，百年未有的世界变局就意味着要

根据这样的标志来衡量的——巨大尺度的——转变；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乃是当今世界变局中

最重要的自变量，那么，我们对于时代转变的把握，就尤须去理解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正在显露

出来的世界历史意义。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承续着新中国的发展脉络、并以 40 多年

前的改革开放为起点而开辟出来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今天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回顾往事，最为深刻

①  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83 页。
②   F.费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 年第 3 期。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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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性记忆是：当我们刚刚踏上漫漫的改革之路时，世界社会主义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性的挫折：苏东解体，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有些颜色革命

是如此地轻而易举，以至于被称为“天鹅绒革命”） 。在这样一种时代处境中，一般的意识形态以及

知识界的普遍氛围都认定，马克思主义这一次最终被送进了坟墓，《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最终破产

了。最能代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的乃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按照这部著作的观

点，随着眼前出现的巨大事变，“世界历史”是终结了、完成了，它终结于现代性之中，它完成在现

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建制之中，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已不再具有其他可以期

待的可能性了。这部轻佻的、伪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之所以风行一时，仅仅是因为它特别迎合了一般

意识形态以及知识界的普遍氛围罢了。正是由于被这种氛围的肤浅和无头脑所激怒，后现代主义哲

学家德里达以其著名的演讲《马克思的幽灵》猛烈抨击了以福山为代表的流行观点。在他看来，由

于马克思主义同现代 -资本主义世界具有最本质的联系，所以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在这

个世界中乃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性的存在。在经历了 20 世纪末的历史性事变之后，马克思主义也许不

再具有“现实的存在” “肉体的存在”，但它不能不存在——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德里达指证

说，1847 年的欧洲确实还没有共产主义的“肉体的存在”，但《共产党宣言》已将它揭示为一个“幽

灵般的存在”了；而“马克思的幽灵”，就像《哈姆雷特》一剧中的幽灵（哈姆雷特已死父亲的亡

魂）一样，是以“告知真相”“发出指令”和“敦促行动”来表明自身的存在和活动，并且以这样的

存在和活动来积极地起作用的。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观点要比福山所代表的流俗意见正确得多也深刻得多，但是，德里达也没

能看到（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苛求他当时就能看到），有一支马克思主义——它是现实的、有肉体的马

克思主义——正在逐渐成长起来，正在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现在能对这条道路的历史性实践做出充分的

估量了；而我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估量，不仅是因为我们已能获取相当的历史纵深，而且尤其是

因为我们已站到了新的“历史方位”之上。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所具有的意义，正须在新的“历

史方位”上去加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三重的意义领域： （1）它对于

中华民族来说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2）它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

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3）它对于人类整体发展来说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为解决人类问题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这些方面归结起来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

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2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的当代发展，已开始呈现

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所谓“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大体上是在黑格尔所规定的那种意义上来说

的，它意味着：一个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

一任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去加以认识和领受的

任务，是一个需要对当今时代正在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意义去加以理解和把握的任务。如果说，当

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已经抵达新的历史方位，并通过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开始展现出它的世界

历史意义，那么，以这样一种历史性实践为现实基础的学术就势必或早或迟地发生相应的改变，就

势必由于现实本身的历史性改变而产生巨大的思想理论需要，从而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任务指派给倾听时代呼声的一代学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 “观察当代中国哲学

①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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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

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 就我们今天立足

其上的历史方位来说，只有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放到时代的重大转折中去看，放到

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看，这一任务的性质和意义才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所以展示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

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占有现代文明

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仅仅是成为一个如英、美、

德、法等的现代强国，那么这一发展就不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毋宁说它只是作为某种表征从属

于现代 -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范围）；只有当这一复兴进程在消化吸收现代性成果的特定

转折点上能够超越现代性本身时，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积极地展现出来。人类文明的新

形态具有两个基本规定： （1）完成现代化任务从而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按照马克思的观

点，如果缺失这一规定，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并使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 （2）超越现代性

（现代 -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根据）本身。同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没有这一规定，它就不意味

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从而不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无非意味着：第一，它是高度现代化的；第二，

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也就是说，它是以超越现代性本身为定向的。不仅在目标方面是如此，

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中，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正在到处涌现出来：例如，“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共同富裕”“文明互鉴”“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所有这一切，

都不可能在现代性本身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实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则不仅使

这样一些新的可能性积极地展现出来，而且在自己的历史性实践中使这样的可能性不断地转变为现

实性。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处境和历史方位的基础上被提出来的。

我们由此将清楚地意识到，这既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又是一个由历史所指派的使命。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真正领受这一使命，否则的话，它就承担不了这项任务。因此，根据这项任务

本身的性质，我们的学术必须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也就是说，必须超出抽象普遍性

的外在反思而深入当今时代的现实之中，从而使思想理论能够在社会 -历史的具体化中去把握特定

的现实。如果说，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早已成为学术进展的一般障碍，那么，它对于处在重大转

折时代的学术来说就尤其是致命的障碍。因为几乎所有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抽象普遍性都从属于现

代性的意识形态及其知识样式，而对于正在性质上急剧改变的时代来说，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根

本就不是使通达现实成为可能，而是使这种通达成为不可能。就此而言，我们尤其需要马克思这位

老师，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承认黑格尔这位老师一样。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来说，唯物史观的引领作用首先就在于给出这样一种思想理论的基本前提：从一切超历史的抽象普

遍性中摆脱出来，从而深入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和社会现实之中。当这一主旨得以在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中深深扎根时，我们的学术便能够真正立足于自身之上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研究前景。正

如恩格斯所说：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

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

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

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2

（责任编辑：  轻  舟）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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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erging Countri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Reform

Qiu Huafei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merging countrie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driv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of IMF and the World Bank, emerging countr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stitution from the “G7 era” to the “G20 era”. It also 

reflects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Emerging 

countries take the G20 as the main cooperation platfo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which make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from single governa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to global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and expands the legitimacy, democ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influence of emerging economies o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mechanism of BRICs as a major group of emerging countr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ism and promot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erging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capabl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ut they are also fac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and mechanism reform.

Keywords: Emerging Countries；Global Governance；Institution Reform

The Task of the Times: Building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u Xiaomi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major  task 

entrusted to us by the times. It implies that Chinese scholarship today is facing a positive turn, emerging from its 

chronical “state of apprenticeship” to external scholarship and acquiring its “self-assertion”. Theoretically, this 

turn further calls for a liberation from the mode of “external reflection” and penetration into the socio-historical 

reality, especially that of China today.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ese scholarship resolutely take up its intellectual 

task and truly become a thoughtful and critical scholarship. By natur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cience that has acquired “self-assertion” and is therefore practically Chinese in character, 

Chinese in style, and Chinese in manner. This task of the times is proposed at a specific turning point (a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storical practice today, and is thus not only an arduous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task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but also a historical mission assigned by 

the times.

Keywor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Task of the Times；External Reflection；Social Reality；

Historic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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